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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

壹、前言

課程標準（或綱要）是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各級學校教育目標而擬定的各

學科相關的規定，作為選擇教材和實施教學的準繩，在中央集權傳統的地區

都訂有中小學課程標準，頒令地方和學校執行。而且課程標準每隔一段時間

都要加以修訂，以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國民政府遷台後，國小課程標準歷

經1952、1962、1968、1975和1993年等5次修訂，並在1998年頒布《國民教

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課程標準的性

質產生很大的改變。

「課程標準要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加以修訂」已經成為一個課程理論的

常識（Oliva, 1988），課程改革的中性的、整體性的敘說（Qi, 2009）。臺

灣歷次課程標準修訂也都提到是因應政策或時代和社會的需要。但因應「什

麼」時代和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歷史背景產生這些需要？幾乎很少被

質疑。例如思想教育、大中國意識隨著課程標準的修訂，越來越濃，而在

1975年的課程標準達到高峰。尤其是1975年修訂後，1986年宣布解嚴，臺灣

社會劇變，政治、經濟和文化朝向民主和多元，對教育、課程產生非常大的

影響，如果說「課程標準要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加以修訂」，那應該是在解

嚴後修訂課程標準，但為何新課程標準遲至1993年才修訂完成？兩次修訂間

隔竟長達18年之久！而且這套課程才實施不久，教育部就急著研訂國民中小

學新課程，在短短不到兩年就推出理念和作法都十分嶄新和複雜的九年一貫

課程，又以急促的速度實施？  
過去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大多依據新馬克思主義，強調課程的定義、

選擇、組織和評鑑深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課程改革是意識形

態的產物，重視「誰」來決定，以及決定背後的知識、權力關係（Apple, 
1979, 2003）。最近Baker（2009）提倡「後」新時代的課程史研究，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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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新馬克思主義的假定，強調讓多樣的、不同的研究導向都能被檢驗。

Qi（2009）利用Foucault（1972）的權力觀和「現在的歷史」（history of 
present）的觀點，探討日本課程改革的歷史發展後發現：在日本課程改革歷

史上有許多斷裂和不連續性，這些改革運動都不是意識型態的產物，而是多

元的權力關係的效應。因此他提醒，分析課程改革的制度論述，不能只是修

辭上或文字上的閱讀，而要加以質疑，將它們視為歷史上多樣的、變動的權

力關係的效應。 
由此看來，「課程標準要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加以修訂」這種鉅觀敘

說，不能再視為理所當然的假定，一定要加以質疑和探究。Baker（2009）強

調，新課程史將課程視為知性的中心，視為鉅觀的趨勢、政策、系統，和微

觀的師生交互作用的交會點，需有微觀的、立即性層次的分析。正如Goodson
（1985）所言，只從鉅觀層次探討課程理論，而缺少對於課程在不同時期、

在微觀層次上是如何被協商的實徵研究，從歷史來看是十分危險的。因此要

探討課程行動和協商的歷史複雜性，如質疑課程改革到底是因應「什麼」時

代和社會需要，這些時代和社會所需要的是歷史上哪些多樣的、變動的權力

關係的效應，如此才能對課程理論和課程改革提出有洞見的論述。

本文主要利用這種新課程史觀，探討政府遷台後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歷

程，分析其問題，然後申述其課程史研究的意義。

貳、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歷程

1929年八月，教育部公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此為我國國小課程標

準之濫觴，此後於1932、1936、1942、1948年加以修訂。不久，國共內戰，

大陸各省相繼淪陷，國民政府於1949年十二月遷臺，課程標準的修訂展開了

新的局面。

一、1952年修訂
1948年九月在大陸公布的新課程標準，僅能先在臺灣省實施；經試行

2年的結果，發現「國語和社會兩科課程標準，不能和當前『反攻抗俄』

的基本國策以及《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密切配合」（教育部，1968：
331）。於是修訂國語和社會兩科課程標準，於1952年十一月公布實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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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各科則仍應用1948年的課程標準。以前幾次都是全面性的修訂，這次卻是

局部的修訂。修訂重點，在國語科目標增列「指導兒童養成道德觀念，激發

愛國思想，宏揚民族精神」等，教材選擇要「注重激發民族精神教育，增強

反共抗俄意識，闡揚三民主義的教材」；而社會科要「注重俄帝侵略我國的

史實，以加強反共抗俄意識」。教學要點中則增加

關於共產危害基本人權及身體自由，破壞家庭，摧殘文教，欺騙兒童，破

壞農村，及共產集團侵略我國等事實，應盡量設法列入公民及歷史等科教

材內。（教育部，1952：132）

這裡要先注意的是，本次為何只修訂國語和社會兩科，其餘的科目都不

修訂呢？而且修訂內容充滿「反共抗俄」的強烈的思想？臺灣光復以後，教

育行政當局正積極的摸索新的教育政策，在國民黨強力主導下，遵照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的「訓示」，漸漸形成「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和「三民主義

教育」的政策。上述國語、社會兩科的修訂內容，正反映這種新教育政策，

事實上這種新教育政策成為課程標準的「深層結構」或「潛在課程」，對此

後課程的選擇和實施影響深遠（歐用生，1990）。

二、1962年修訂
1948年的課程標準雖於1952年局部修訂，但漸漸難以適應當時「國家社

會的需要」（教育部，1968：333），教育部乃將課程標準修訂列入1959年
施政計畫內。1959年二月，接到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關於「修訂

中小學課程標準」的建議案，略謂當時學生課業負擔太重，造成惡性補習，

應該研究如何因應。教育部立即於同（1959）年六月著手開始修正，先擬定

「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計畫」，奉行政院核定，準備工作包括：收集相關

資料、舉行座談會、進行比較研究，並指定學校進行「國民學校社會中心教

育」、「科學教育實驗」等，也請臺灣省國校教師研習會編定國校社會科教

材和教科書，作合科教學的實驗。每一科目的課程標準草案都經過研究、會

商、起草、審查和修正等步驟，各科草案完成後，編印成「修訂國民學校課

程標準草案」，向有關機構、學術團體、學者專家等徵詢意見。修訂工作於

1961年十二月完成，次（1962）年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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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968）強調，此次課程標準的修訂，計畫周詳，準備充分，進行

方法合理，動員人員較多，故在內容方面，能順應世界潮流，配合當前國

策，適應時代需要。這次的標準，雖不能謂為完美無缺的標準，但至少是

最進步的一次國校課程標準。（教育部，1968：339）

前述課程修訂程序，很合乎課程理論，修訂的目標之一是在減輕學生負

擔，消除惡性補習，都是很正確的方向。修訂主要內容是採取「六年一貫

制」的課程編制，避免「初級」與「高級」的「雙重圓周編制」的缺點，強

調課程統整的原則，加強與中學課程的銜接等，也很合乎當時的課程發展趨

勢。但這是不是「最進步的一次國校課程標準」，尚待考驗。最重要的還是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先總統 蔣中正（1887-1975）在《民生主義育樂兩

篇補述》一書對教育的指示，特別強調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和生產勞動教育

等。這裡已透露了「配合當前國策，適應時代需要」的真正意義。

三、1968年修訂
本次課程標準的修訂，旨在配合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先總統蔣中正

先生於1967年6月27日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宣示「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

育計畫」，「以消除惡性補習的痼疾病根，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教育建

設。」更於同（1967）年8月17日正式命令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茲為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之力量，……國民教育年限應延長為九

年，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先在臺灣及金門地區實施。（臺灣省政府教育

廳，1973：18）

教育部立即根據行政院訂頒的《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進行國民中

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工作，自1967年九月開始，歷時僅4個月，就倉卒完成，

立即於1968年一月公布。這次修訂是費時最短的一次，因此所修訂的標準在

中小學均定名為「暫行課程標準」，俟試行後再行修訂。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是我國義務教育上劃時代的創舉，此次課程設計採

「九年一貫精神」，以小學6年和中學3年，共9年為範圍，亦為「我國義務

教育課程開一新紀元」（教育部，1968：342）。形式上看來是九年一貫，

但實質內容似還沒有達到這種理想。尤其，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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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之力量」，「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教

育建設」，黨國教育的意味十分濃厚。另外，延長義務教育以後，教科書政

策產生極大的改變。1968年2月10日，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頒發「革新教育注

意事項」，其中明確指示，各級學校教材需「根據倫理、民主與科學的精

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教育部遵照此一指示，決定實施國民中小學教

科書「精編精印、統一供應」的辦法，將過去國定、審定並行制，改為國定

制。因此在課程標準中規定，生活與倫理、健康教育、國語、數學、社會、

自然、音樂、美術、常識等科教科書和教學指引，由國立編譯館編輯；其餘

不採用教科書的科目，由國立編譯館編印教學指引，以利教學。所有學科，

不管教科書或教學指引，都由國家編輯，並由過去的「免費制」改為「購買

制」，這是教科書政策的很大改變。

日本學者山崎直也（2009）強調，這種教科書國定制，與先前就確立的

「國家課程」，和高中、大學「統一考試」（聯考），成為「三位一體」，

補充、完成臺灣高度一元化、集體性的教育制度，發揮強力的社會控制作

用，一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民主化、自由化思潮和運動興起，才有鬆動。

因此他認為，1968年至1990年代末期是探討「戰後臺灣教育與國家主體」轉

變的最顯著的時期。

四、1975年修訂
1968年一月公布的是中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因此教育部在公布實施

後就開始準備修訂的工作。教育部鑑於該課程實施以後，教育思潮不斷的進

展，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不斷的充實與改進，教師、家長及社會人士也提供

許多修訂意見，因此乃於1974年一月起著手修訂。先前已委託9所師範專科

學校，指定國民小學約百所，進行課程標準、教材、教法和成績考察的實

驗，提供許多改進的意見，加上國小課程之比較研究和座談會資料等，經整

理、研商和諮詢後，依修訂程序，於1975年八月完成，公布施行。

本次課程標準特別強調：國民小學教育以培育活活潑潑的兒童、堂堂正

正的國民為目的，要依據三民主義，注重倫理、民主、科學教育之實施，加

強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力求德、智、體、群四育之均衡發展。「本課

程標準以民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為中心」是歷次課程標準一直強調的，但

本次第一次出現：「本課程標準是課程編制的基準，各科須依據本課程標準

中之各項規定實施之」（教育部，1985：8）的強烈控制的色彩，其時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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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意義值得探討。

五、1993年修訂
1993年的課程標準修訂，呈現許多不解之處，過去課程標準至多10年就

會修訂，但1975年修訂的國小課程標準卻在實施逾12年之後的1988年，教育

部才開始修訂的工作，且修訂又遲至1993年六月才完成，兩次課程標準間隔

多達18年。教育部（1993：346）在修訂過程的報告中提到：

近十餘年來，時代與環境丕變、社會與文化轉型，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

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社會的多元化、文化的中國化，凡此現象

呈現激變。

為「因應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需要」（教育部，1993：346），乃決定

加以修訂。適逢1988年二月，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建立國小、國中、

高中階段課程統整的架構，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業務遂由國民教育司改為部

內的教育研究委員會負責。教育研究委員會乃開始著手修訂計畫之研擬，

1989年1月14日成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

議，討論修訂重點和方向，同時成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

全面展開修訂工作。

修訂期間，適逢教育部有延長國民教育的構想，為使國小、國中、高中

階段課程標準修訂有統整原則和模式可循，乃另組一專案研究小組，負責

「中小學課程標準統整架構及實施方案」之研訂。

1992年，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完成，即將公布之前，行政院改組（二

月），新任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在「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認同下，決

議在國小三至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週一節，以期在國小階

段落實「立足臺灣」的理念，繼而「胸懷大陸」、「放眼天下」。國小課程

標準修訂工作至1993年六月止完成。至於「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之研訂

尚須時間，教育部乃決定於1993年9月20日先行公布新修訂之總綱和十科課

程標準，「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則經研訂和審議通過後於1994年三月公

布。

1993年國小課程標準強調以「生活教育和品德教育為中心，培養德、

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活潑兒童和健全國民為目的」，「鄉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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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設置提供學生學習方言和鄉土文化的機會，有利於課程生活化和本

土化的落實，是本次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一個特色，更是臺灣「課程史上的

一大突破」（教育部，1993：402）。因此除了過去一直強調的「愛國」之

外，也提到「愛家、愛鄉和愛世界」，這也是歷次課程標準修訂沒有提到的

地方。

六、1998年修訂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以後，被威權壓抑的臺灣民間社會力一夕之間爆

發，強力的撞擊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和一元化的思考，舊有的思維和禁忌都

面臨巨大的挑戰。臺灣要變，而且要徹底的改變，已潛藏於社會意識的底

流。在這種社會氣氛之下，大幅度的、快速的課程改革已不可避免。教育部

（2001）在「修訂緣起」上說，九年一貫課程的規劃旨在「國家發展的需

求」和「對社會期待的回應」，接著說：

現行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分別於民國82（1993）年及83（1994）年修正頒

布，由於新世紀需要新的教育思維和實踐，在現行課程標準逐年實施之

際，本部認為可同時進行下一次課程改革的規劃，以凝聚國人對教育改革

的共識和努力，進而創造學校教育的新境界。（教育部，2001：1）

這種說法雖合乎課程發展的原則，但這是在臺灣課程標準修訂上，第一

次有這種急迫性的作法，1997年四月開始研議，1998年八月就打造完成九年

一貫課程，捨棄傳統的「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揭櫫統整課程、

領域教學、基本能力、學校本位等嶄新、而且複雜的理念，為何在此歷史時

刻產生這種急迫性？

由於這種倉卒、粗糙的決策，加上其他許多原因，九年一貫課程從一出

生就註定了乖舛和悲慘的命運，引起激烈的爭論，招來巨大的抗拒，雖然步

履闌珊，但還是一路走了過來，1999及2000學年在國民中小學試辦，2001年
頒布為「暫行綱要」，2003年訂為「正式綱要」。2006年十月，開始進行綱

要之微調，於2009年頒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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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課程史意義

「現在的歷史」觀（history of present）是在建構一種歷史的分析方法，

來說明關於現在的特定的理性形式和說真理的方式，如何包含變動的權力關

係，和確立知識的特定的論述。如前述「課程標準要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加

以修訂」的說詞，看似中性、自然的真理或知識，其實也是社會、歷史建構

的，我們可以將「現在的歷史」作為一種論述分析，來探討產生這種真理的

特定的歷史時刻，及其生產的特定條件，由此來透視在歷史上、課程改革運

動是如何被多面向的權力關係生產的。

Popkewitz、Pereyra與Franklin（2001）認為，「現在的歷史」強調：每

一世代都用新的方式與歷史境遇（encounter），在此批判性的邂逅中，過去

的枝節與現在會合。歷史是批判性的參與到現在，讓集體記憶的生產可以被

檢驗和修正。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權力生產知識，當權力關係改變時，

知識也跟著被再建構。課程改革是複雜的、變動的權力關係的效果，是歷史

偶然下、不同歷史軌道的、多種論述相互鬥爭的一種結構配置，或歷史偶然

下多種理念相互搭架的一個鷹架（Popkewitz, 1991; Popkewitz et al., 2001; Qi, 
2009）。

接著，我們利用這種課程史觀來透視在臺灣歷史上，「課程改革運動是

如何被多面向的權力關係生產的」，來檢討「課程標準要因應時代和社會需

要加以修訂」是如何被社會、歷史建構的。政府於1949年年底遷台，外有中

共叫囂「血洗臺灣」，面臨明顯而立即的嚴重威脅；對內則面臨政權合法化

的危機，如何挽救政權，使其「易地生根」？

在這種社會、政治環境下，決策者的意識底流裡，充滿著「憂患意識」

和「危機感」。教育、尤其是課程，當然被期待扮演社會控制的角色，以灌輸

青少年政治意識型態。國民政府幾經摸索，很快的確立了「三民主義教育」、

「民族精神教育」的教育政策，將「主義、領袖、國家」貫澈到各級學校的課

程標準和教科書內。而且隨著課程標準的修訂，這些思想教育的內容越來越

多，領袖崇拜的意識越來越顯著，仇匪、恨匪的敵意越來越強，男性獨尊的偏

見也越來越深，這種思想教育、國族意識的內容在1975年的課程標準達到巔峰

（歐用生，1990）。但嗣後課程標準修訂的方向和內容產生很大的改變，1993
年的修訂終於出現了「鄉土教學活動」，這是意識型態的解放；1998年將「課

程標準」改變為「課程綱要」，這是國家課程控制的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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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可以看到課程的社會、政治功能，及其歷史演變的情形。1975年
的課程標準國家意識為何如此強烈？1993年、1998年的課程標準為什麼進行

鬆綁？是在因應什麼樣的「時代和社會需要」？這就關連到前面提到的一個

問題，即1975年和1993年兩次課程標準修訂間隔為何長達18年之久，而且這

段期間正是臺灣社會最為動盪不安，政治情勢轉變最為激烈的時期。此一不

尋常的斷層究竟有何隱而未現的意涵？侯元鈞（2010：271）認為，這段期

間正是大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爭論期，政府進行著激烈的權力鬥爭。在此

變動急劇的政治環境下，教育部「處於此一尷尬的歷史交會期，自然也是無

所適從，只好以不變應萬變，靜待社會情勢的發展，再決定課程標準的修訂

方向」。

教育部真的是動彈不得、無所做為？還是 1975年課程標準發揮了社會

控制的功能，能為主權者服務，因此不急著修訂？這可能要從 當時臺灣的

國內外社會、政治環境來分析。在世界歷史上，1960年代末期、七○年代，

是由現代到後現代、由自由主義到社會批判主義的轉換時期，在思想界的推

波助瀾下，年輕學生肇其端，勞動者踵其後，展開了如火如荼的年輕人的運

動，掀開了世界性的反戰、反文化、反權威、反體制的運動。

臺灣政府和人民也在這些激烈的動盪中驚醒，尤其是七○年代一啟幕，

「保釣運動」激起了臺灣「革新保台」的意識；接者中共踏上國際外交鬥

場，臺灣被迫脫離聯合國（1971年），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尼克森訪問北平

（1972年），展開美中關係，外交關係骨牌般接連塌落。這一連串的事件，

讓臺灣人心惶惶，美金兌換新台幣的黑市價飛漲，移民潮湧現。臺灣人們被

迫張開眼睛，重新認識自己，檢討這座孤島險惡的處境，因此必須重新尋找

臺灣存在、自我存在的新的意義。過去中國認同賴以支持的柱腳一一傾頹、

圯倒，使向來自詡為中華文化正統的國民黨政府遭受極大的挑戰，同時也直

接動搖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和大中國意識型態的正當性。國民黨

政府必須艱苦地東挪西湊，努力調整、維持神話，以鞏固政權的合法地位

（楊照，1993）。

課程標準和教科書當然是政府維持神話、灌輸意識型態的利器，於是如

前所述的，大中國意識越來越強烈，在1970年後期漸漸達到巔峰，1975年課

程標準第一次規定：「本課程標準是課程編制的基準，各科須依據本課程標

準中之各項規定實施之」，甚至連上下學時間都加以規定，是歷年來控制色

彩最強烈的課程標準，依此修訂的社會科教科書更是「顯著課程（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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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最顯著的一套課程」（歐用生，1990：242）。

因此侯元鈞（2010：270）說：「就民國64（1975）年課程標準修訂公

布的時間點及據此公布的教科書的論述手法而言，我們大有理由相信，民國

64（1975）年國小課程標準正是主政者為了對種種外交事件有所回應，並維

持中國化路線不至於偏頗的直接產物」。

侯元鈞（2010）從國民黨政府「中國化路線」轉向「本土化路線」來論

述課程標準的演變，可能只看到一個理由，能否說這就是「大有理由」，等

下再來討論。在此不可忽略的是，當時複雜的、變動的權力關係。國民黨內

正崛起的派系利用當時嚴峻的國內外局勢，藉危機和改革為名，展開了激烈

的權力鬥爭，結果提早了「蔣經國時代」的來臨。

1972年五月，蔣經國出掌行政院長，提出十項政治革新，準備開放臺

灣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同時開始另一個恐怖統治時代（郭崇倫，

1993）。1975年四月蔣介石先生去世，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過去。這時因為經

濟發展、中產階級覺醒，整個在野的民間力量已經興起了，統治者不再可能

隨著己意，控制欲如。1977年十一月在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時發生了中壢

事件，但黨外人士民選縣長，第六屆省議會更有21席的黨外人士，已占全體

的1/4以上。

這種民主化的要求已勢不可擋，面對這股人民的壓力，國民黨政府巧妙

的以效率改革來回應。專制強人型的白色恐怖的肅殺雖已稍淡，但柔軟型強

人的蔣經國仍以較為細膩的方式繼續著壓迫統治，同時以「效率化與合理

化」來滿足人民「提升期望的革命」，以緩和人民對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於

是1970年代臺灣體制快速擴增，無論行政體系、教育機構、媒體機構、公私

企業、甚至黨機器等幾乎都以直線方式擴張。

工商業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日益增加，「效率改革」在社會發展下

漸漸顯現成效。儘管在政治舞台上，臺灣越來越缺乏參與、發言的空間，經

濟上卻不妨害外資的進入和國際出口市場的開發，臺灣步入小康局面；但民

主並沒有隨經濟成長而發展，仍然反覆顛簸，在美國媒體眼中，臺灣政治改

革腳步遠不及經濟改革，臺灣人的言論、集會、結社等權利和自由，雖在憲

法上得到保障，但在戒嚴法實施下，這些自由形同具文，從自由民主的角度

來看，臺灣仍屬不及格（林博文，1993）所以當時的課程內容、節慶文告等

都須申揚民族優越性、強調自立自強，更對「國際姑息逆流」表現得深惡痛

絕，把罪過、錯失全部推給帝國主義，表面上燃煽著民族主義情緒，骨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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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壓制社會對民主化的要求，以維護政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蔣經國先生和保守當權派對普遍覺醒的本土化運動已深具戒心，1979
年初美國承認中共的危機未除，對同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當然非壓制不可，

所以國民黨政權對反對派和異議分子的鎮壓在1979年趨於高潮（郭崇倫，

1993）。

由此可見，1970年代的國民黨政府，在外交危機、國內社會民主化的要

求，以及黨內權力鬥爭、以企圖維持統治等多股壓力傾軋之下，面臨了1949
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因此「在此國族認同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自然也

就沒有修訂（1975年的）課程標準的必要」（侯元鈞，2010：270）的說法

未免過於化約，要探討當時臺灣課程學術思潮及其隱含的保守性，才能說明

「國族認同」何以「相對穩定」。

由於1950、60年代的白色恐怖，造成本土尋根意識的中斷，使1960年代

的臺灣學術界全盤西化，為西方馬首是瞻。雖然書禁的很嚴，但存在主義、

現代主義等幾乎席捲了臺灣的學術界，對年輕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在學

院裡流行的存在主義和現代文學，是對官方提倡、但與真實生活並無相關的

反共文學的一種不自覺的反擊。或許如李永熾（1993）所說的，存在主義和

現代主義的流行，象徵著剛性統治下沒有出口的「處境」，和年輕人咖啡館

中的「蒼白」，消極的展開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差異化。也可以說，這種現代

主義的反歷史、反意義、反政治性格，符合大肅清時期恐怖氣氛下不敢干預

現實的需要。

當時主宰臺灣課程學術領域的現代主義的課程觀，也反映了這種現代主

義反歷史、反意義、反政治的性格。臺灣的課程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方法和

內容也比較保守，「工學模式」成為1960、70年代臺灣課程研究的主流，課

程發展、課程政策或教學設計都以「工學模式」為圭臬。例如行為目標是行

為主義、實徵主義、科學管理主義在教育上的應用，強調教學系統要先設定

特定的學習目標，明確地指出學習後兒童能「知道」什麼，能「感覺到」什

麼，能「做」什麼，然後依據這些行為目標設計教學活動，以便將這些行為

複製出來。這種思潮經翻譯、介紹後，進入臺灣的教育、課程領域，1975年
的課程標準也以列入行為目標為其最大特色。

工學模式、行為目標和當時主流的結構功能主義等，強調標準化、秩

序、穩定和統一，旨在追求技術控制和準確的社會效果，其本質是操作性

的，企圖以技術來解決所有的教育問題，更隱藏了價值決定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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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道德的對立的觀點，合法化社會中既成權力和特權的分配

（Autio, 2006; Scott, 2008）。同時這種改革介入教師和兒童的靈魂，規制了

公民形成的動力，結合國家管理和政治需求，將教師和學生的個性窄化為主

權者想要的傾向、敏感和覺醒（Popkewitz, 2008）。這種社會、政治的保守

性，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減少價值體系間的緊張，以維持社會的秩序和安

定。

簡言之，行為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的理論、假定中隱含的社會、政治

保守性，很適合當時的臺灣社會，更確切的說，現代主義課程觀的反歷史、

反意義、反政治性格，為當時的威權者服務。也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大有

理由」的說，1975年的課程標準符合威權者的政治利益，自然也就暫時「沒

有修訂的必要」。

進入1980年代，臺灣的政治環境產生激變，民主進步黨成立（1986
年）、戒嚴令解除（1987年）、蔣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

（1988年）、國大代表（1991年）、立法委員（1992年）全面改選等事件相

繼發生，大中國國族認同漸趨曖昧，不若以往明確，本土政治勢力崛起，沛

然莫之能禦。集中國化論述之大成的1975年的課程標準已無法「因應社會變

遷和教育發展需要」（教育部，1993：346），教育乃於1989年1月14日成立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修訂重點和方

向，同時成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全面展開修訂工作，並

於1993年九月公布。

侯元鈞（2010：271）說，教育部之所以在萬年國代和立委相繼改選、

行政院長郝柏村去職，及新黨成立（1993）等象徵大中國意識者挫敗之後，

始公布1993年此一頗具臺灣鄉土味的課程標準，其時間點絕非巧合，而是有

其政治的考量：「1993年課程標準之訂頒，正是為了對李登輝總統的國族立

場有所回應」。這是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的想法，「現在的歷史」觀則有不同

的說法，如Franklin（2009）說的，課程改革有關的對立是多元的、相互制

約的論述的拼貼，是複雜且難以控制的，可見課程標準修訂恐非只是為了回

應某些人的立場可以解釋的。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權力決定知識，知識形塑主體，或許教育部也發

揮主體，表示自己是能「因應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需要」的機構，此後九年

一貫課程快速的擬定和實施，教育部也都發揮強大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些都

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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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教育部每次課程標準修訂，都一再強調：「課程標準要因應時代和社會

需要加以修訂」，本文利用「現在的歷史」觀來分析政府遷台後國小課程標

準修訂的歷史脈絡後發現，這種看似中性的、本質的敘述，其實也是社會、

歷史建構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課程扮演不同的社會、政治功能。但不同

於新馬克思主義者將課程改革視為壓制團體的霸權再製，本文試圖理解課程

改革是如何發生的，為何是多樣的、變動的權力關係的效應。權力、知識、

主體和主體性形構都要放進歷史脈絡下來解讀，現在的思考和存有方式都不

是必須的、或不可避免的，「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是社會建構的、歷史依

賴的。

所以「現在的歷史」觀打開新的可能性的空間，讓我們覺知任何事情

都是危險的，當解讀機構的論述時，不能被文字的表面意義迷惑，不能只

從文字來解讀文件，還要從歷史來解讀。Qi（2009）提醒我們：教育研究者

和課程史家不是告訴師生什麼是知識或真理，不是告訴他們如何行動和解

決問題，而是質疑現在的情境，以便理解，教師、學生是以某種方式被建構

的，然後思考被移植、被銘刻的「知識/真理」何以被視為自然的、不用質

疑的、不能質疑的。Franklin（2009）強調，新課程史挑戰傳統的觀點，提

供新的概念架構和方法論，擴充課程研究的範圍和內涵，這些觀點急待我們

深化和理解，以充實課程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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